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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脓毒症是指因感染引起的宿主反应失调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感染性休克是脓毒症经过充分

的液体复苏，仍需使用血管活性药物以维持平均动脉压 ≥ 65 mmHg，且血乳酸浓度 > 2 mmol/L。脓毒

症的病理生理核心是微循环功能障碍与血流分布异常。传统宏观血流动力学参数，如平均动脉压、中心

静脉压等往往无法准确反映脓毒症患者组织灌注的真实状态。虽然肾动脉阻力指数(Renal Resistive In-
dex, RRI)已被广泛研究作为全身微循环障碍的替代指标，但其测量受多种因素干扰，临床上并不易得。

鼻烟窝处的桡动脉位置表浅、易于探测，且远离中心循环，可能比传统宏观血流动力学参数及RRI等指标

更能反映外周血管的收缩状态。本研究旨在系统综述多普勒超声测量鼻烟窝桡动脉阻力指数(Doppler 
Sunff-Box Resistive Index, SBRI)在评估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患者病情严重程度、预后预测及指导治疗

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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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psis refers to life-threatening organ dysfunction caused by dysregulation of the host’s response 
due to infection. Septic shock is defined as a condition where, after adequate fluid resuscitation, 
vasopressor drugs are still required to maintain an average arterial pressure of ≥65 mmHg and a 
blood lactate concentration of >2 mmol/L. The core pathophysiology of sepsis is microcirculation 
dysfunction and abnormal blood flow distribution. Traditional macroscopic hemodynamic param-
eters, such as mean arterial pressure and central venous pressure, often fail to accurately reflect 
the true state of tissue perfusion in sepsis patients. Although Renal Resistive Index (RRI)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as an alternative indicator for systemic microcirculation disorders, its measurement 
is often interfered by various factors and is not easily obtainable in clinical practice. The radial ar-
tery position at the naso-gingival area is superficial, easy to detect, and far from the central circula-
tion, and may be more capable of reflecting the contraction state of peripheral blood vessels than 
traditional macroscopic hemodynamic parameters and RRI and other indicators. This study aim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Doppler ultrasound measurement of Doppler 
Sunff-box Resistive Index (SBRI) in evaluating the severity of sepsis and septic shock patients, pre-
dicting prognosis, and guiding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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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脓毒症被定义为由感染引起的宿主反应失调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1]。当其进展至感染性

休克时，则表现为在充分液体复苏后仍需要血管活性药物来维持平均动脉压，并且伴有血清乳酸水平升

高，是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在 ICU 内

的病死率高达 30%~50% [2] [3]。尽管近年来在早期识别、抗生素使用及集束化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但脓毒症相关的患者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我们迫切需要加深对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的病理生理机制理

解，并且需要寻找更有效监测手段来控制脓毒症的加重。 
脓毒症和感染性休克的病理生理过程极其复杂，核心在于其对微循环功能的影响，导致极重的微循

环功能障碍(Microcirculatory Dysfunction) [4]。在炎症风暴和细胞因子释放的驱动下，患者体内出现内皮

细胞损伤、毛细血管密度下降、血流异质性增加、动静脉短路开放以及血管自主调节功能丧失等一系列

改变[5]。这些微循环层面的紊乱直接导致组织细胞水平的供氧与需氧失衡，最终导致组织缺氧和器官功

能衰竭。然而，临床上常规使用的宏观血流动力学监测指标，如心率(Heart Rate, HR)、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和心输出量(Cardiac Output, CO)等，虽

然能够反映全身循环的概貌，但已被多项研究证实与微循环状态存在脱节现象[6] [7]。宏观的血流动力学

监测是一个系统集成变量，代表整个循环系统后负荷的宏观平均值，指心脏泵血需要克服的总阻力，其

由大、中动脉的张力和广泛的小动脉、微动脉的张力共同决定。微循环灌注是一个局部功能变量，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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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器官内，血液在毛细血管网中流动，完成氧气与营养物质输送、代谢废物清除的最终目的，受到

靶器官局部代谢、内皮功能、神经体液调节和血液流变学特性的精细调控。这两个发生在不同解剖层次、

受不同调控机制影响的生理过程，在病理状态下失去了协调性。两者从生理学起源上就是脱节的，宏观

监测的核心目标是维持系统血压，确保冠脉和脑灌注压的上游水压。而微循环灌注的核心目标是满足局

部组织细胞的代谢需求，实现按需分配的精准灌溉。在健康状态下，两个目标通过复杂的机制高度协同。

但在休克等应激下，维持生命的优先级压倒了一切，机体不惜牺牲局部灌注来保证核心脏器的灌注压。

但微循环并非是被动接受上游压力的管道，而是一个具有高度自主调节功能的终端器官。健康人可以代

谢性自我调节，如组织缺氧、代谢产物堆积等局部舒张微血管，增加血流。也可以通过内皮释放一氧化

氮、前列环素等舒血管物质维持微血管张力平衡和抗炎状态。但在病理情况下，患者血管反应性解偶联，

微血管平滑肌对血管收缩剂反应性降低甚至无反应，对某些血管舒张信号如一氧化氮等仍保持敏感。结

果导致全身性升压药难以有效收缩病变的微血管以恢复灌注，宏观阻力可能上升，但病变区域的微循环

血流无法恢复。并且内皮屏障崩溃、毛细血管渗漏，内皮细胞连接破坏，血浆外渗，不仅造成有效循环

血量减少，而且更致命的是组织水肿压迫微血管，形成组织高压。此时即使动脉端压力足够，血流也无

法有效进入被水肿压迫的毛细血管网。最后微血管血栓形成与白细胞粘附内皮激活诱发凝血、白细胞滚

动粘附，直接机械性堵塞毛细血管。这种堵塞是局部的、斑片状的，导致无复流现象。宏观血流参数对

此完全无法体现。脱节现象最形象的体现是血流异质性。相邻的毛细血管，有的过度充盈，有的完全无

血流，有的血流淤滞。平均血流速度可能正常，但组织氧合效率极低。临床上复苏治疗措施也可能无意

中加剧脱节，血管活性药物如去甲肾上腺素为非选择性，旨在提升全身血管阻力和血压。然而在收缩皮

肤、肌肉血管的同时，也可能过度收缩肾、肠系膜等脏器的微动脉，虽然提升 MAP，却可能减少脏器的

实际血流。过量的液体复苏在存在毛细血管渗漏时，会加剧组织水肿，进一步压迫微循环。深刻理解脱

节就是理解休克的本质不仅是容量不足或泵衰竭，更是分布性衰竭和微循环衰竭。成功的复苏必须实现

从大血管到微循环、从宏观压力到细胞代谢的贯序性、一致性恢复。也就是说当脓毒症患者这些宏观参

数看似正常后，微循环障碍可能依然持续存在。因此寻找能够可靠、无创、实时地评估微循环状态的生

物标志物或监测技术，正在成为脓毒症研究的热点之一。 
多普勒超声技术因其无创、便捷、可重复及可床旁实施的特点，在重症医学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

其中阻力指数(Resistive Index, RI)是一个由多普勒频谱计算得出的参数，RI 理论上反映了远端血管的阻力

情况，RI 值越高提示下游血管阻力越大。在肾脏领域，肾动脉阻力指数(Renal Resistive Index, RRI)已被

广泛研究，并且 RRI 被认为是评估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 AKI)风险、鉴别肾前性与肾性因素以

及预测肾脏功能预后的指标[8]。更有意义的是有研究表明，在脓毒症等疾病中，RRI 的升高不仅反映了

肾脏局部的灌注改变，更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患者的全身微循环状态和血管收缩情况[9]。 
然而 RRI 的测量存在一些局限性，其结果需要专业超声医生操作、受肾内压、腹内压、HR 及血管顺

应性等多种因素影响[10]。因此探索比 RRI 更易获取、干扰因素更少的指标来评估全身血管状态具有重

要临床意义。鼻烟窝是位于手腕桡侧的一个三角形凹陷，其深部有桡动脉通过。此处的桡动脉位置非常

表浅，极易被超声探头探测，且为终末动脉，鼻咽窝处的血流动力学特征更能反映外周小动脉的阻力状

态。近年来，有学者开始关注鼻烟窝桡动脉阻力指数(Doppler Sunff-box Resistive Index, SBRI)在评估外周

灌注中的应用[11]。初步研究显示，SBRI 在心脏手术、危重症患者中与组织灌注指标有一定相关性。 
本综述旨在系统性地探讨 SBRI 在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我们将从脓毒症的微循

环病理生理学出发，阐述 SBRI 的理论基础，分析 SBRI 与疾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关系，比较其与传统监

测手段的优势，并展望其在指导治疗中的潜在作用，希望可以为临床提供一个新颖、实用的监测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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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脓毒症与感染性休克的微循环障碍及监测现状 

微循环是血液与组织进行物质交换的最终场所，微循环承载着维持细胞代谢和器官功能基础的作用。

在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时，微循环出现障碍，内毒素和炎症介质导致内皮细胞活化，表达大量粘附分子，

促进白细胞粘附和血小板聚集，形成微血栓，堵塞毛细血管[5]；一氧化氮(NO)代谢紊乱，导致血管对儿

茶酚胺的反应性产生异常，表现为既有过度收缩的区域，也有舒张不全的区域，使机体的血流分布极度

不均[12]；炎症导致血管内皮屏障功能被破坏，大量液体外渗至组织间隙，引起组织水肿，进一步增加氧

的弥散距离[4]；炎症环境使红细胞膜刚性增加，导致红细胞变形能力下降，难以通过直径更小的毛细血

管，加剧了灌注障碍的产生[13]。这种微循环紊乱直接导致隐匿性的组织缺氧，即使全身氧输送(DO2)正
常或增高，组织细胞仍可能处于缺氧状态，最终驱动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的发生。 

截至目前我们常用的评估组织灌注和微循环的方法是血清乳酸和乳酸清除率，是目前最常用的反映

组织低灌注的生化指标[14]。但是乳酸水平受肝脏代谢、应激等影响，且其变化相对滞后。再有就是毛细

血管再充盈时间(Capillary Refill Time, CRT)、皮肤花斑等指标。这些指标虽然简便，但对于观察者的主观

性较强，难以用于定量化的评估。正交偏振光谱(OPS)和旁流暗场成像(SDF)技术虽然可以直接观察舌下

微循环，定量分析微血管血流指数(MFI)、灌注血管密度(PVD)等参数。但是这些设备昂贵、操作需要培

训，且结果易受运动伪影干扰，难以在临床上进行床旁常规、连续性的监测。近红外光谱技术(NIRS)可以

通过测量组织氧饱和度(StO2)和血管闭塞试验后的再灌注斜率来评估局部氧合和微血管功能[15]。但

NIRS 测量深度和区域有限，且容易受到皮下脂肪厚度影响。综上所述，临床急需一种能够弥补上述评估

方法缺陷的检测手段，实现可以快速、无创、定量、床旁连续地监测微循环状态的可能。 

3. RI 的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基础 

RI 是一个由脉冲波多普勒频谱推导出的无量纲参数。RI 的计算公式为：RI = (收缩期峰值流速 − 舒
张末期流速)/收缩期峰值流速。 

RI 的取值范围在 0 到 1 之间。RI 值越高，意味着心室舒张期血流速度相对收缩期下降得越显著，提

示血管远端阻力越高，舒张期前向血流越少。在生理状态下，RI 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高阻力器官通常

RI 较高，如四肢、在禁水状态下的肾脏皮质等 RI 通常>0.7，而低阻力器官通常 RI 较低，如脑、肝脏等

RI 通常<0.6。心率过快也会导致心室舒张期缩短，舒张末期流速(End Diastolic Velocity, EVD)降低，从而

使 RI 假性增高。但是，比如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血管壁会硬化，导致血管顺应性下降，导致收缩期峰值

流速(Peak Systolic Velocity, PSV)增高，EDV 的变化虽然不一，但是总体倾向于 RI 增高。在某些病理状

态下，如脓毒症休克时，强烈的交感神经兴奋和血管活性药物使用导致全身性血管强烈收缩，外周血管

阻力会急剧升高。此时直接反映在四肢动脉的频谱上就表现为舒张期血流显著减少、消失甚至出现反向

血流，从而导致 RI 值明显升高。 
RRI 的研究为我们将 RI 应用于外周血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研究[16]发现，脓毒症患者的 RRI

显著高于非脓毒症患者，且与 AKI 的发生和死亡率相关。 
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 RRI 的升高可能不仅仅代表肾脏本身的病变，而是全身血流动力学紊乱和血管

收缩的标志。基于这一思路，我们将测量部位转移到更易获取、干扰因素更少的外周动脉——桡动脉。

特别是鼻烟窝处的桡动脉作为监测部位，成为一个理想的选择。 

4. 鼻烟窝桡动脉的解剖学优势与 SBRI 测量技术 

鼻烟窝是位于腕部桡背侧的一个浅凹，桡侧的边界为拇长展肌腱和拇短伸肌腱，尺侧的边界为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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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肌腱。鼻咽窝的底部分为桡骨茎突和舟骨，其表面有头静脉起始部通过，深部即为桡动脉的终末段。

此处的桡动脉位置非常表浅，仅有皮肤和浅筋膜覆盖，极易被超声探头压迫和探测。 
我们通常使用 10~15 MHz 的高频线阵探头监测 SBRI。测量时让患者取平卧位或半卧位，前臂旋前，

手腕自然放松，轻向尺侧偏和屈曲，使鼻烟窝区域充分暴露。并且将探头横向或纵向置于鼻烟窝上，使

用 B 模式识别桡动脉，此时桡动脉在超声上显示为一条管状无回声结构。然后将超声切换至彩色多普勒

模式，确认血管内血流的信号。接着启用脉冲波多普勒(PW)，取样容积通常设定为 1.5~2 mm，并且置于

血管中央，调整超声束与血流方向的夹角尽可能小于 60˚。获得稳定、清晰的频谱波形后，冻结超声图像。

像这样测量至少 3~5 个连续、规整心动周期的 PSV 和 EDV，并计算平均的 RI 值。这样即可得到较为准

确的 SBRI 值。 
SBRI 相较于其他监测微循环的指标来说其解剖位置固定、表浅，有着极高的可及性与可重复性，即

使对于超声新手也易于学习和掌握。超声检测结果无辐射，并且为无创操作，可随时重复测量，便于动

态监测。鼻咽窝处的桡动脉作为终末动脉，其血流频谱更能直接反映手部乃至全身外周血管的收缩状态，

受中心大血管血流动力学的影响相对较小。整个测量 SBRI 的过程可在 1~2 分钟内完成，非常适合 ICU
的快速评估需求。 

5. SBRI 在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SBRI 与脓毒症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有研究将 SBRI 与微循环参数进行关联，发现 SBRI 与微循环阻

力指数存在负相关关系，提示其可能反映微循环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17]。北京协和医院的一项前瞻性观

察性研究中，纳入 44 例感染性休克患者与 20 例非脓毒症对照组患者，结果显示感染性休克组的 SBRI 显
著高于对照组，且 SBRI 与外周灌注指数(perfusion index, PI)呈负相关，与动脉血乳酸水平呈正相关，而

心指数(cardiac index, CI)与乳酸水平无明显相关性。这一相关性的生理机制在于 PI 反映的是外周微循环

的灌注状态，而 SBRI 反映的是外周动脉的阻力状态，血管阻力升高会直接导致微循环灌注减少，因此

SBRI 与 PI 呈负相关。乳酸清除率是评估感染性休克患者复苏效果的重要指标，6 小时乳酸清除率 ≥ 20%
通常提示复苏有效，预后较好。上述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显示，6 小时乳酸清除率＜20%的感染性休克患

者，其 SBRI 显著高于乳酸清除率 ≥ 20%的患者(SBRI ≥ 1.09 vs. SBRI < 1.09)，且 SBRI 预测 6 小时乳酸

清除率 < 20%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805，显著优于 PI (AUC = 0.703, P < 0.05)，其敏感度为 68.8%，特

异度为 85.7%。这一结果表明，SBRI 可作为预测感染性休克患者复苏效果的无创指标，对于指导临床调

整复苏策略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当 SBRI 持续升高且超过 1.09 时，提示乳酸清除率低下，需加强血管活

性药物使用或优化液体管理，以改善组织灌注[18]。虽然该研究为单中心、小样本的观察性研究，该研究

的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该研究说明的观点值得讨论。产生这些现象的机制可能是当脓毒症加重

时，炎症介质风暴和代偿性交感神经兴奋加剧，导致全身性尤其是外周血管强烈收缩。这种血管收缩状

态直接传导至桡动脉远端，表现为舒张期血流受阻，EDV 下降，从而使 SBRI 升高。因此，SBRI 可以作

为一个量化的监测外周血管收缩程度的指标，间接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 
由于微循环障碍是脓毒症相关器官功能损伤的共同通路，反映微循环状态的 SBRI 自然与器官功能

障碍的发生相关。特别是对于 AKI 来说，其发生与肾脏微循环灌注不足密切相关。同样 SBRI 同样也是

反映机体微循环的状态，早期通过 SBRI 识别出存在严重外周血管收缩和微循环障碍的患者，同 RRI 的
监测一样，有助于预警即将发生的肾损伤，从而提前干预。 

对于预后的判断是重症医学的核心环节。动态监测 SBRI 的变化趋势，可能比单次测量值更具预测价

值。若脓毒症患者经过复苏治疗后，SBRI 能够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且不高的水平，表示患者的组织灌注

能够得以维持。这意味着 SBRI 不仅能用于初始风险分层，更能作为一个动态的治疗导航仪。如果经过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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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复苏治疗后，患者的 SBRI 仍居高不下，提示其微循环障碍难以逆转，预后极差，可能需要更激进的生

命支持策略或探索新的治疗方案来纠正脓毒症的加重。 
脓毒症治疗的关键在于早期的目标导向治疗(EGDT)，但具体方案仍在不断优化。SBRI 可能在 EGDT

中扮演补充角色。在容量反应性评估的基础上，结合 SBRI 可以更全面地评估复苏终点。如果脓毒症患者

快速补液后，虽然 CVP 或每搏量有所上升，但 SBRI 也随之显著升高，这可能提示液体负荷过重导致组

织水肿，进而增加了外周血管阻力，或者触发了代偿性的血管收缩，此时应谨慎继续补液。对于使用血

管收缩药物的患者 SBRI 可以实时反映药物对外周血管的影响。过高的 SBRI 可能意味着外周组织灌注在

血流动力学的恢复过程中被过度牺牲。临床医生可以尝试在维持 MAP 达标的前提下，滴定血管活性药物

的剂量，观察 SBRI 是否有所下降，在宏观血压和微观组织灌注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如果在加用或增

加去甲肾上腺素剂量时，监测到 SBRI 急剧升高，可能警示此时患者需要重新评估有关组织灌注的指标，

避免过度血管收缩。 
传统监测指标乳酸是全局性、累积性的指标，乳酸的变化相对比较滞后。而 SBRI 反映的是实时、局

部的血管阻力状态，变化更为迅速。并且虽然 SBRI 反映的是局部的血管阻力，但是同时也具有全身代表

性。如果将两者结合，既能了解当前的血管状态，也能验证组织缺氧是否改善，两者可以提供互补信息。

同 RRI 相比，SBRI 测量更简便，不受腹内压、肾盂压力等复杂因素干扰，更适合快速筛查和连续监测。 

6. 局限性、挑战与未来展望 

尽管 SBRI 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但在广泛应用于临床之前，仍需解决许多问题。目前尚无统一的

测量 SBRI 的操作规范。取样容积大小、超声角度校正的严格程度、测量时患者的手臂位置和活动等都可

能影响 SBRI 的结果。需要建立国际公认的标准操作程序。用于诊断严重脓毒症、预测 AKI 或死亡的 SBRI
最佳临界值在不同研究中存在差异，将来还需要大规模、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来确立具有良好敏感性和

特异性的界值。虽然 SBRI 受干扰因素少于 RRI，但仍需考虑到一些干扰因素。例如既往有桡动脉狭窄、

雷诺现象、局部有外伤的患者，对于此类患者来说 SBRI 测量结果可能不具代表性。某些心率失常会导致

超声频谱不规则，也会影响 SBRI 的测量准确性。目前关于 SBRI 在脓毒症中应用的研究多为单中心、小

样本的观察性研究，缺乏将其纳入治疗决策并验证其能否改善患者预后的随机对照试验。以下列举了影

响 SBRI 测值的一些常见的各种生理及病理因素，详见表 1。 
 

Table 1. Common factors affecting SBRI measurement values and their mechanisms 
表 1. 常见的影响 SBRI 测值的因素及机制 

影响因素类别 具体因素 对 RI 值的影响趋势 机制简述 

生理性因素 血流动力学状态   

 心率增快 增加 舒张期时间缩短，舒张末期流速降低 

 心输出量增加 通常降低 整体灌注增加，舒张期流速相对增高 

 外周血管整体阻力变化 同向变化 寒冷、紧张等情况时 SVR 升高→ RI 升高； 
发热、运动后等情况时 SVR 降低→ RI 降低 

 局部调节与操作   

 探头压力过大 人为增加 压迫血管，增加下游阻力，尤其影响舒张期血流 

 肢体/手腕位置 可变 位置不当(如过伸/过屈)可能导致血管受压或扭曲 

 测量部位 远端更高 越靠近远端，血管床阻力成分越大，RI 有生理性

增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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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个体差异   

 年龄增长 增高 血管弹性下降，僵硬度增加，舒张期血流减少 

 性别差异 男性可能略高 与激素水平及平均血管张力差异有关 

 基础血压水平 高血压者偏高 长期高血压导致血管壁重塑，顺应性下降 

病理性因素 近端(心脏及大血管)疾病   

 重度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显著降低 
(可为零或负) 舒张期血液大量反流，导致舒张期反向血流 

 近端动脉严重狭窄或 
闭塞 

狭窄前增高， 
狭窄后降低 

狭窄前：代偿性血管舒张受限； 
狭窄后：搏动性减弱，呈小慢波 

 充血性心力衰竭 增高 心搏量低，舒张期灌注压不足，流速下降 

 局部血管病变   

 桡动脉粥样硬化/狭窄 增高 管腔狭窄，血流受阻，远端阻力增高 

 桡动脉痉挛 显著增高或信号消失 血管壁平滑肌强烈收缩，管腔急剧变窄 

 血栓性脉管炎/血管炎 增高 血管壁炎症、增厚，管腔狭窄或闭塞 

 外部压迫(肿瘤、血肿) 增高 血管受压，下游阻力增加 

 手部微循环及组织状态   

 严重雷诺现象 发作期显著增高 指端动脉阵发性痉挛，舒张期血流显著减少或 
消失 

 结缔组织病 增高 微血管病变和纤维化，使外周阻力持续增高 

 
手部严重水肿/筋膜室 

综合征 增高至信号消失 组织压力极高，压迫微循环，使舒张期灌注停止 

 动静脉瘘(位于手部) 显著降低 瘘口近端阻力极低，导致高舒张期血流 

 全身性病理状态   

 脓毒症/分布性休克 
(晚期) 可变 早期血管麻痹可能 RI 降低； 

晚期合并低灌注、水肿时 RI 可增高 

 终末期肾病/尿毒症 增高 血管钙化、动脉硬化及容量负荷过重共同导致 

 高粘度血症 
(如红细胞增多症) 增高 血液粘滞度增加，血流阻力增大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进行前瞻性队列研究以明确 SBRI 预测效能，并开展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比较基于

SBRI 的精准管理在脓毒症患者预后方面的影响。对于 SBRI 的测量方面，希望能开发能够自动追踪、计

算 SBRI 的超声软件或便携式设备，降低操作者依赖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连续监测。如果有能够将 SBRI
与乳酸、NIRS 等参数进行多模态整合，并且利用人工智能算法构建综合预测模型，从而实现对脓毒症患

者微循环状态的更精准、更立体的评估，提高脓毒症患者的存活率，将为广大脓毒症患者带来福音。 

7. 总结 

SBRI 作为一个新兴的无创床旁监测工具，凭借其解剖位置优越、测量简便快捷、可重复性高等特点，

有望在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的管理中展现出独特的应用价值。大量证据表明，SBRI 能够有效反映脓毒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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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感染性休克患者的外周血管收缩程度和微循环功能障碍，与疾病严重程度、器官功能损伤和死亡风险

等密切相关。SBRI 不仅可用于早期的快速危险分层，其动态演变趋势更是评估治疗反应和预测预后的重

要手段。尽管在标准化和高级别证据方面仍需完善，但将 SBRI 整合进脓毒症的血流动力学管理框架中，

SBRI 可能成为推动感染性休克治疗从宏观稳定向宏微观并重的精准化方向迈进的重要抓手，最终有望为

改善脓毒症及感染性休克等高危患者群体的临床预后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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